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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新中国宣传政策的演变( 1949—1969) ＊

翟 韬

内容提要 在新中国成立的前二十年，美国对华宣传的政策和主题主要围绕“诉说历

史友谊”展开，但在不同的阶段侧重点有所不同。1949—1953 年，杜鲁门政府对新中国的
宣传政策主要是离间中苏关系、宣传中美友谊。1953—1961 年，艾森豪威尔政府先是酝酿
宣传中美友谊，但随着形势的变化，其对华宣传政策开始配合对华遏制政策，转为直接对中
共进行攻击性宣传。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的对华宣传政策，重新回到杜鲁门时期的思路，

强调“再续中美友谊”，但其目的已经从离间中苏关系转变为对新中国实施文化渗透。尼克
松政府之前的美国对华宣传政策执着于“中美友谊”，甚至常和其对华外交政策背离。这主
要是因为美国对外宣传部门笃信美国和中国人民的“传统友谊”能够改善中美关系。宣传
“中美友谊”也是美国追求帝国身份的一种文化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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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以来，美国传教士、基金会、慈善机构和其他民间组织大举进入中国，以传播基督教和美国
价值观为目的，怀揣所谓“拯救”中国文明的“理想”，举办医疗和教育等一些公益事业。美国政府也
通过对华政策、退还庚款、门户开放、二战援助等一系列的宣传，标榜自己对华的传统“友谊”和“善
意”。有学者认为，美国政府和民间沉迷于中美“特殊关系”“中美关系神话”的自我想象之中，并在
20 世纪中期达到顶峰。所谓“中美关系神话”，即“历史上美国对中国的无私帮助和中国对美国的无
限感激使中美两国一直保持特殊的友好关系。”①美国朝野的这种心态和舆论的实质，就是在“中美
关系神话”中，作为“他者”的中国成为美国“改造落后国家”的试验场，是中国在映衬和诉说着美国
的“伟大”，美国对中国所谓的“拯救”和中国对美国的“感激”形成了两国的“友谊”和“特殊关系”，

而这在支撑着美国的帝国身份。②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政府宣传部门仍在对华宣传中美传统
“友谊”，即是以上述舆论和社会心态作为基本内容和基础的。

在新中国成立的前二十年，美国对华宣传的政策和主题主要围绕“诉说历史友谊”展开，而且规
模不大。这与一般人们印象中的美国反共反华宣传的猛烈攻势有所不同。这是因为当时特殊的宣
传环境所致:美国对新中国的宣传实际上分为两个不同的部分，一个是以新中国为宣传对象的对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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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对象是中国大陆居民，总体宣传思路和政策以推销中美“友谊”为主;另一个是关于新中国的涉
华宣传，对象是大陆以外的世界舆论，尤其是港澳台华侨和中国周边国家，总体宣传思路是以反华反
共为主。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由于美国的宣传很难直接渗透进中国大陆，加之朝鲜战争后新中国国
际声誉的迅速提高，美方评估新中国对东南亚华人、周边国家乃至第三世界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因而
对华宣传策略发生了很大变化:直接以中国大陆为对象的对华宣传规模在缩减，重点转变成以中国
大陆以外世界舆论为对象的涉华宣传，其规模远超同时期的对华宣传。这种转变的实质就是:美国
以新中国为对象的宣传，转变为防备和反击新中国的宣传。

从新中国成立到尼克松执政前这段时间的中美关系尤其是美国对华政策，学界研究可谓汗牛充
栋。但是，涉及的话题多为重大的政治、外交、军事事件，①文化和意识形态层面上的研究却薄弱得
多，②特别是美国对华宣传的研究，无论从学术意义还是现实意义角度都应该予以关注并加强。但
是，现有关于美国对华宣传的研究，介绍宣传活动多，宣传政策较少;涉及 20 世纪 50 年代的多，60 年
代的较少。③ 因而，这些研究整体上并没有系统呈现中美缓和之前美国对华宣传④的基本样貌和政
策逻辑，亟待有研究系统梳理其政策和思路的演变过程。本文运用美国驻华宣传机构( 新闻处) 未刊
史料，并与已刊史料⑤和宣传文本互证，在此基础上系统揭示这一时期美国对中国大陆宣传政策演变
的轨迹和逻辑，尝试超越外交政策史研究的藩篱，解读美国对华宣传政策背后的文化心理。

一、《白皮书》论调:杜鲁门政府的对华宣传政策( 1949—1953)

1949 年 1 月底，三大战役全部结束，中国的政治形势变得非常明朗: 国民党政权败亡的大局已

定，中国共产党将取得全国政权，政权交替不可避免。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需要重新思考对华宣
传政策。2 月 28 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 34 号文件( NSC34 /2) 出笼，阐述了对华宣传政策的重
点，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宣传美国对华传统“友好”政策。文件强调向中国民众宣传美国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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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承认新中国问题、朝鲜战争、日内瓦会议、中美大使级会谈、两次台海危机、肯尼迪约翰逊的对华政策等。
王立新教授的著作《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以 20 世纪美国对华政策为个案的研究》是国内中美关系史学界阐发美国对
外政策、对华政策中文化心理和意识形态因素比较系统深刻的著作。
代表作为郭永虎: 《“争夺心灵和思想”: 20 世纪 50—60 年代美国对华心理宣传战初探》，《史学集刊》2015 年第 3 期; 白建
才: 《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对中国的隐蔽行动探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年第 3 期。还有一篇文章
介绍相关史料，赵继珂: 《美国国家档案馆馆藏美国新闻署对华研究类档案评介》，《中共党史研究》2017 年第 5 期。一些研
究涉及美国在香港的渗透大陆的文化宣传活动，较新的有 Lv Xun，“The American Cold War in Hong Kong: Intelligence and
Propaganda，”in Priscilla Ｒoberts and John M． Carroll，eds．，Hong Kong in the Cold War，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16;张
杨: 《“前线”外交:冷战初期美国在香港的文化活动初探》，《美国问题研究》2015 年第 2 期;翟韬: 《冷战纸弹:美国宣传机构
在香港主办中文书刊研究》，《史学集刊》2016 年第1 期。香港当时更多是一个文化宣传枢纽，美国利用香港资源，以香港美
新处为中心对中国大陆、华侨、东亚进行宣传，美国还依托香港进行全世界舆论中的英文的反华宣传。上述研究美国涉港
文宣问题的论著并未直接或者全部针对大陆问题，大都只是部分涉及，因而揭示出的美国对中国大陆宣传的信息有限。另
外一些研究涉及美国和国民党合作对大陆的隐蔽行动和心理战，代表作有白建才、杨盛兰: 《20 世纪 50 年代初美国对中国
隐蔽行动探析:以台北“国史馆”藏档案为中心》，《四川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年第 5 期。这些研究美台合作对
大陆宣传的文章，涉及台湾当局较多、关于美方的角色和政策揭示不足;涉及情报部门较多，对于外宣部门涉及较少。
本文并不直接研究美国涉华宣传的情况，关于这个主题笔者将有专文进行探讨。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 FＲUS) 、《美国在线解密档案》( USDDO) 、《国务院公报》( DSB) 等。《解密档案参考系统》( DDＲS)
是《美国在线解密档案》的“前身”，笔者尽量引用 USDDO数据库的档案，但是一部分原 DDＲS的档案在 USDDO中被删去或
者有节选，在这种情况下笔者仍旧引用 DDＲS数据库档案，并标注文件下载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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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三原则: “( 1 ) 对中国人民的友善，( 2 ) 尊重中国领土的独立和行政的完整，( 3 ) 主张‘门户开
放’”。意图是在中国局势转变的过程中“等待尘埃落定”，在公开场合和政府发出的声音中，象征性
地宣传传统对华“友好”政策，大而化之，尽量不触及具体问题。① 二是通过宣传等手段离间中苏关
系，在中苏之间“打楔子”，阻止中苏接近。文件提出: “一方面我们应该刻意避免以干涉的面目出
现，另一方面也要注意通过政治和经济手段造成中共和苏联、斯大林主义者和其他无论中共内外的
政治力量之间的嫌隙。”②在解放军占领南京后不久，美国提出了承认新中国的三项条件，而这显然
是中共无法接受的。如学者的研究，这表明美国本就无意承认新中国。③ 在这种背景下，1949 年 6

月 30 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宣布“一边倒”，当天批准禁止美国在华宣传机构美国新闻
处活动的命令。

1949 年 8 月 5 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布《美中关系白皮书》( 下文简称《白皮书》) ④。《白皮
书》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第一，美国将无奈地放弃对国民党政府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在艾奇逊
和美国政府看来，美国对华政策一直是“友好”的，是以扶植和“改造”中国为目的的。但是，目前美
国不愿意再支援蒋介石政权打内战，因为这超出了美国的实力和能力范围，也使美国失去了影响中
国政局的能力。这是《白皮书》的一个基本逻辑和内容。第二，这种放弃本质上并不是美国的过错，
而是中国内部事态演变和外部干涉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美国对撤出中国很不甘心，有机会还会
再回到中国推行传统对华政策。⑤

《白皮书》的主要意图是向美国民众和国会解释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政策，但在当时其更大的意
义是对毛泽东宣布“一边倒”的回应，表明美国对中国共产党和后来成立的新中国的基本态度，是
“杜鲁门政府对中国革命最实质性的评论和其基本立场的表白”。⑥ 这个基本态度和立场，在《白皮
书》中是围绕“谁是中国人民真正的朋友”这个问题展开的( 尤其是在艾奇逊给杜鲁门的信中) 。一
方面，《白皮书》用了不少篇幅谈中美“友谊”。“尽管距离及背景上的广泛差异把中国和美国隔开，

但结合中美两民族在宗教上、慈善事业上以及文化上的联系，常使美国对中国的友谊加强。这种友
谊是可以用许多年来的种种事实予以证明的。”另一方面，《白皮书》也强烈指责苏联和中共“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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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C 34 /2，February 28，1949，ＲG 59，Central Decimal Files 1945 － 1949，711. 93，Box 3400，711. 93 /2 － 2849，The U． S．
National Archives and Ｒecords Administration at College Park，MD ( NACP) ．
NSC 34 /2，February 28，1949，NACP．通过 NSC 34 /2 的执行文件来看，这里说的“政治手段”就是“政治战”，即宣传和心理
战的含义。
王立新: 《意识形态与美国对华政策:以艾奇逊和“承认问题”为中心的再研究》。
正式名称为《美国与中国之关系》( United States Ｒelations with China，With Special Ｒ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 － 1949 ) ，
Department of State Publication 3573，Far Eastern Series 30，August 1949。通常被称为《美中关系白皮书》《中美关系白皮书》
或者《中国问题白皮书》( 以下简称《白皮书》) ，现在常见的英文版本为: The China White Paper，August 1949，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白皮书》全文中译本收录在: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 1 辑(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7 年版) 中，这也是
目前常见的中译本。其他中译本有:美国国务院编: 《美国与中国之关系》，( 台湾) 文海出版社 1982 年版。各种版本的《白
皮书》之前都附有艾奇逊于 1949 年 7 月 30 日给杜鲁门总统的信，即“The Letter of Transmittal to President Truman From
Secretary of State Dean Acheson，Department of State，Washington，”July 30，1949，In The China White Paper，August 1949，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该信阐述了中美关系的历史和当时对华政策，是对《白皮书》中阐发的美国对华政策原则的
高度总结。
“The Letter of Transmittal to President Truman from Secretary of State Dean Acheson，Department of State，Washington，”July 30，
1949．
Gordon Chang，Friends and Enemies: The United States，China，and the Soviet Union，1948 － 1972，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p.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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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美国“正义的”对华政策和中美“友谊”。“必须坦白承认，美国援助中国人民抵制受任何外国或若
干外国控制的政策，现在已面临最严重的困难。”①实际上，艾奇逊把苏联和中共作为自己政策失败
的替罪羊。

因此，《白皮书》的逻辑和落脚点，主要不是解释为什么要做不再支持国民党政府的决策，而是通
过讨论谁才是中国人民真正的“朋友”，意在影响中国尤其是美国的舆论。《白皮书》尽管主要是艾
奇逊向国内解释其中国政策的说明，或者说意在国内公关，但其与国家安全委员会第 34 /2 号文件中
对华宣传政策同样密切关联。《白皮书》对美国具有重要的外宣意义，“白皮书论调”成为尼克松执
政之前美国对中国宣传政策的基调和纲领。

1949 年 12 月，毛泽东赴莫斯科访问。美国即以上述“白皮书论调”开展了离间中苏关系的宣传
活动。② 随着 1950 年 2 月 14 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美国宣传部门便展开更大规模的
宣传。艾奇逊 3 月在旧金山的加利福尼亚联邦俱乐部发表演讲，演讲稿经过编译发表在美国新闻处
对华宣传旗舰刊物《今日美国》上，名为《谨告中国人民》③。演讲内容基本还是“白皮书论调”，重点
放在直接攻击中苏同盟的经济关系，指责苏联归还中国东北财物不全，对华贷款不实惠、也不如美国
之前的对华贷款条件优厚等;同时，强调谁是中国人民的“朋友”的话题，说中共正以“新发现的、贪
婪的朋友”来代替已经确立联系的“老朋友”，不过美国会保留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感情”。④

随着中苏缔结同盟，美国对中共的批评调门越来越高。朝鲜战争爆发和志愿军入朝作战后，美
国对华政策实际上已经改变:之前试图离间中苏关系、寄希望于中苏分裂的对华政策，已经转变为继
续援助在台湾国民党当局以遏制中共的政策。但是，这种政策变化在宣传领域并没有完全体现出
来，宣传政策仍然在离间中苏关系、诉说中美“友谊”，“杜鲁门政府的对华政策一直是……在夸大自
身重要性和对中国的友好”⑤。

中苏结盟后，美国开始酝酿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份正式的对华宣传计划，该计划在 1950 年 4 月
酝酿，8 月出台，中间虽历经朝鲜战争，但是基本延续了《白皮书》的宣传论调。这份宣传计划有五个
目标，第一，离间中苏关系，“鼓励任何潜在的民族主义和反俄因素”。第二，针对中共的反美宣传，美
国的重点是应对和关注到底谁是中国人民的朋友、谁是敌人的话题，“我们要在几个实实在在的层面
上展示美国援助中国的事实，强调因此我们没有特殊权利和特许权”。⑥ 第三，宣传中美“友谊”，“向
中国人民解释我们在亚洲的政策是真正地支持民族革命”，“任何真正独立的民族主义政权都可以依
靠美国的政治和经济支持”;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要告诉中国人民美国援助其他亚洲国家的全部信
息。任何真正维护中国国家完整的、秉持各国和平合作的政权都会得到美国人民的理解同情”。⑦

37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The Letter of Transmittal to President Truman from Secretary of State Dean Acheson，Department of State，Washington，”July 30，
1949．
美国新闻处编: 《美国在远东的政策》，1950 年。英文原演讲稿见“Crisis in Asia-An Examination on U． S． Policy，”Ｒemarks by
Secretary Acheson，January 23，1950，Department of States Bulletin ( DSB) ，vol. 22，1950，pp. 111 － 118．
《今日美国》第 12 期，1950 年 4 月 1 日。英文原演讲稿见“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Asia，”by Secretary Acheson，March 27，
1950，DSB，vol. 22，1950，pp. 467 － 472．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Asia，”by Secretary Acheson，March 27，1950，DSB，vol. 22，1950，pp. 467 － 472．
张少书著，顾宁等译: 《朋友还是敌人: 1948—1972 年的美国、中国与苏联》，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79 页。
“Country Paper for China，”August，1950，ＲG 59，Ｒecords Ｒelating to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Activities，1938 － 1953 (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Public Affairs) ，Lot 53 D48，Box 116，NACP．
“Country Paper for China，”August 1950，NA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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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两个目标是即时地宣传朝鲜战争和台海局势，并为美国做正面宣传。
1951 年 2 月，朝鲜战争正处于激战期，美国又出台了一份临时对华宣传计划，以军事宣传目的为

主。该计划提出，美国的核心目标之一是拆散中苏同盟，进而取消中国的战争动机，所以宣传工作的
目标和主题都是围绕中苏关系做文章。“目标一”是“激发中国人从苏俄轨道撤离的态度”，下设四
个任务，围绕激发民族主义、离间中苏关系而展开。因为考虑到军事宣传的需要，“目标二”提出，
“削弱中共政权采取侵略性军事行动的能力”，“促进活跃的反对活动，用公开报道反对活动，以转移
中共在朝的军事行动( 的注意力) ”。① 这是 1953 年前美国正式的对华宣传文件中，唯一涉及直接在
中国内部挑动不满和反对势力的做法，很大程度上也是配合战争的战时心理战。“目标三”是“劝
说”中共放弃军事行动，同时，仍在不失时机地用中美“友谊”打感情牌: “告诉中共领导人，美国主要
关心中国免受外来专制”。②

不难发现，这种宣传口径越来越不反映中美关系的实际状况，中美在战场上兵戎相见，而美国官
方在公开场合仍在宣传“中美友谊”，显得特别突兀和不合时宜，何况还有喧嚣一时的麦卡锡主义的
压力。因此，1953 年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对杜鲁门时期的宣传政策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

二、“道德讨伐”: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对华宣传政策( 1953—1961)

艾森豪威尔政府刚刚履职时，美国对华宣传政策有三个选项。第一，继续杜鲁门时期的《白皮
书》宣传口径，艾森豪威尔和李奇微将军等均有这种想法。第二，鉴于中共和美国已经成为战争对
手，宣传领域应该猛烈攻击中共、实行推翻新中国政权的心理战。第三，对中共进行既不拉拢、又不
推翻的反共宣传中间路线———配合遏制政策的“道德讨伐”( moral preachment) 。

第一种选项在美国高层中还是有很大市场的。从 1953 年艾森豪威尔上台到 1954 年第一次台
海危机之前，美国高层中仍不乏宣传“白皮书论调”的声音。国家安全委员会第 166 /1 号文件要求，
“利用一切可行的手段，即公开和隐蔽的手段破坏中苏关系”③。1954 年 4 月的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
会议中，艾森豪威尔提出利用与西方贸易为对华吸引力摧毁中苏同盟的想法。他的思路是，如果美
国出售普通中国人想要的、而苏联不能提供的日用商品，这会成为“有利的心理战”。④ 在讨论美国
如何应对日内瓦会议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 5429 号文件时，李奇微主张，如果美国想要分化中国与苏
联，应该让“红色中国认识到它的长期利益来源于与美国的友谊，而不是同苏联的友谊。”⑤但是，随
后爆发的台海危机( 包括第二次台海危机) ，以及因为台海危机和朝鲜战争造成的美国对华态度的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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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Interim Propaganda Plan For Communist China，”February，1951，NACP．
“Interim Propaganda Plan For Communist China，”February，1951，Ｒecords Ｒelating to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Activities，1938 －
1953 (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Public Affairs) ，Lot 53D48，Box 115，NACP．
“NSC 166 /1，U． S． Policy toward Communist China，”November 6，1953，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Declassified Documents
Ｒeference System ( DDＲS) ，Gale Group Inc，CK3100395163．
“Memorandum of Discussion at the 193d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April 13，1954，FＲUS，1952 － 1954，vol．
XIV，Part 1，https: / /history． state． gov /historicaldocuments / frus1952 － 54v14p1 /d185，2019 年 12 月 5 日。
“Memorandum by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to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 Wilson) ，”August 11，1954，FＲUS，1952 － 1954，vol． XII，
Part 1，https: / /history． state． gov /historicaldocuments / frus1952 － 54v12p1 /d296，2019 年 12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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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敌视和保守的政治氛围，彻底消除了对华灵活缓和政策和宣传的任何可能性。①

第二种选项的支持声在杜鲁门政府高层尤其是军方一直都有，但当时美国的对华宣传政策着重
于推销中美“友谊”、离间中苏关系，所以这种选项并未付诸实施。1953 年艾森豪威尔上任之后，对
华政策有较大调整，因而在 1953 年 6 月美国对华宣传计划草稿中，美国对中国的宣传目标赫然提出
“破坏中共的权力来源和在大陆的支持”，宣传对象是党政干部、知识分子和学生。② 此外，1953 年 1

月，心理战略委员会制订了对东南亚的心理战计划，部分涉及对中共宣传的问题，也提到了相似的行
动计划，以削弱新中国对东南亚的影响力。③ 但是，由于心理战略委员会本身的运作不是很顺畅，也
不被美国国务院所看重，后来很快被行动协调委员会取代，所以，这份文件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被执行
也值得怀疑。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当局也意识到，中国的政权是稳固的，不是仅靠宣传就可动摇
的。1953 年 11 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出台了第 166 /1 号文件，主要结论是，推翻新中国政权根本
不可行，美国应该用非战争手段削弱中国在亚洲相对的权力位置。④ 这也意味着第二种选项实际被
放弃了。

在这种情况下，艾森豪威尔政府便转向第三种选项———与“遏制”中国的外交政策相配合的反共
宣传。美国对华政策从 1954 年开始趋于强硬，核心是“关门”和不接触⑤。朝鲜战争、两次台海危
机、对华种族偏见、美国在东南亚的反共斗争等因素，都促使美国调整对华政策。一方面，美国出台
分裂中国的“两个中国”政策;另一方面，出台对华持续强硬政策，促进中苏分裂的政策成了次要目
的。20 世纪 50 年代末，艾森豪威尔政府将新中国视为美国最危险、最直接的敌人。与此强硬政策相
配合的反共宣传是“道德讨伐”。“美国新闻署 /美国之音一直以来对红色中国有三个主要目标: 培
育对自由世界价值的信念;宣传美国政策;通过暗示、也通过展现其他更好的选项，来制造和促进对
中共政权的怀疑、幻灭和憎恶。”⑥这里比较清晰反映出美国对华宣传的两层目标:一是“扬美”宣传，

宣传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价值观和美国政策;二是反共宣传，提升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声誉。可
以看到，这已经和杜鲁门政府时期以《白皮书》为纲、宣传中美“友谊”的做法大异其趣，代之以猛烈
和直接攻击中共。后来的一份国家安全报告生动地将艾森豪威尔时期的对华政策总结为“遏制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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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Memorandum From James C． Thomson，Jr．，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the President's Special Assistant ( Valenti) ，”
March 1，1966，FＲUS，1964 － 1968，vol． XXX，https: / /history． state． gov /historicaldocuments / frus1964 － 68v30 /d129，2019 年
12 月 5 日。
“Draft Country Plan for USIS Hong Kong，”June 9，1953，Ｒecords Ｒelating to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Activities，1938 － 1953
(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Public Affairs) ，Lot 53D48，Box 115，NACP．
“Psychological Strategy for Southeast Asia ( PSB D － 23 ) ，”January 5，1953，ＲG 59，Ｒecords Ｒelating to Psychological Strategic
Board，PSB Working File，1951 － 1953，Lot 62D33，Box 3，NACP．
NSC 166 /1，November 6，1953，DDＲS，CK3100395163．
1955—1971 年的中美大使级会谈是这个时期两国唯一正式的直接接触渠道。朝鲜战争结束后，中美关系尖锐对立，美国政
府也不想和中国有任何直接接触，以免涉及承认的问题。但当时中国已经被国际社会承认是一个新兴强国，很多地区问题
离开中国是无法解决的，而且中美也有一些共同的问题( 如双方人员回国问题) 需要处理，因而在 1955 年双方开展大使级
会谈。1971 年，随着中美关系出现缓和，中美大使级会谈退出历史舞台。参见陶文钊主编: 《中美关系史·中卷 ( 1949—
1972)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91—224 页;牛军编著: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概论( 1949—2000 ) 》，北京大
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68—174 页。
“The President's Committee on Information Activities Abroad: Communist China，”May 23，1960，DDＲS，CK3100122359．“总统
海外信息宣传委员会”的这份报告是对艾森豪威尔时期对华宣传基本情况的一个调研和总结，可将其视作 1953—1960 年
美国对华宣传情况的一个总体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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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道德讨伐”。① 其中“道德讨伐”指的就是配合强硬遏制中国和“关门”相配合的宣传政策，以对华
道义上的批判和道德层面上的宣教为主轴。②

事实上，两个形势导致美国对华宣传的规模逐渐萎缩，效用大打折扣。其一，美国宣传机构根本
渗透不进中国大陆。当美国新闻处系统在 1949 年撤出中国后，美国对华宣传存在一个非常棘手的
问题，即越来越接触不到大陆居民，继而对大陆以外华人宣传的需求与日俱增。③ 在 1950 年 8 月美
方制订的第一份对华宣传计划中，正式的工作目标仍是中国大陆，但在文件末尾变相承认工作目标
人群依次是台湾、香港、大陆、海外华人。④ 1951 年 9 月重新修订 1950 年 8 月宣传计划的时候，香港
美新处( USIS-Hong Kong) 给出了非常清晰的答案: “我们建议重新评估 1950 年 8 月《国家计划》
( Country Paper) 的目标人群和媒体”; “由于目标的不可接触性，大陆应该位列第二。”⑤1953 年，香港
美新处开始自己制订第一份对华宣传计划⑥，列出了大陆、海外华人、香港三级目标。而在针对大陆
这个目标中，目标人群的第一位竟然是“海外华人”，具体是“与中共交流或者沟通的( 海外华人) 个
人或者团体”，即主要通过海外华人接触和影响大陆居民。⑦ 其二，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对华宣传有
了全新的焦点———防止和反制新中国对第三世界尤其是东南亚的舆论和文化影响。美国意识到中
国革命对于东南亚的“示范效应”太大，也担心华侨成为中共在东南亚的“第五纵队”，朝鲜战争后新
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更是迅速上升。到了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随着非殖民化运动迅猛开展，美国的
冷战焦点开始转向第三世界。美国高层极为敏感地看待中国在印度支那、东南亚乃至整个第三世界
的影响力，评估新中国是推动遭受殖民压迫的非西方、非白人国家反帝国主义的急先锋，在广大第三
世界国家中有号召力。⑧ 加之美国的宣传很难向中国大陆渗透，因此，美国直接的对华宣传规模和成
效都在逐渐萎缩，重点转变成涉华宣传:防止和反制新中国对东南亚华人⑨和第三世界新独立国家的
舆论和文化影响瑏瑠，进行的相关宣传活动规模远超过对大陆的宣传。

这两个趋势叠加的结果就是，从 1954 年到 1961 年，美国对中国大陆居民的宣传规模持续萎缩，

美国新闻署派驻香港和台湾的新闻处在 1953 年以后都不再把大陆列入其宣传计划瑏瑡; “美国之音”

针对中国大陆的宣传投入也很少，美国对大陆的宣传主要依靠台湾。直到 1961 年肯尼迪政府上台，

67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Memorandum From James C． Thomson，Jr．，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the President's Special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 Bundy) ，”October 28，1964，FＲUS，1964 － 1968，vol． XXX，https: / /history． state． gov /historicaldocuments /
frus1964 － 68v30 /d63，2019 年 12 月 5 日。
“The President's Committee on Information Activities Abroad: Communist China，”May 23，1960．
“USIS-China Central Office Ｒeport for May 1950，”June 7，1950，ＲG 59，Central Decimal Files 1950 － 1954，511. 93，Box 2532，
511. 93 /6 － 750，NACP．
“Country Paper for China，”August，1950，NACP．
“USIE-Hong Kong Comments on the Country Paper for China，”September 25，1951，ＲG 59，Central Decimal Files 1950 － 1954，
511. 46g，Box 2575，511. 46g /9 － 2551，NACP．
这里的“华”是华人，是基于汉语材料的宣传计划。
“Draft Country Plan for USIS Hong Kong，”June 9，1953，NACP．
张少书著，顾宁等译: 《朋友还是敌人: 1948—1972 年的美国、中国与苏联》，第 169—170 页。
翟韬: 《美国对东南亚华人宣传政策的演变，1949—1964》，《美国研究》2013 年第 1 期。
从 20 世纪 50 年代中后期开始，在世界舆论中诋毁中国大陆和提高台湾当局声誉，成为美国涉华宣传的主要目标，为此，美
方有一整套做法，通过“中国报道项目”和“台湾报道项目”，以英、法和西班牙语等五个语种和隐蔽手段实施宣传。
驻华美国新闻处总部( USIS-China) 1949 年从大陆撤到香港，1950 年与香港美新处合并以后者命名，香港美新处实际一定程
度上履行了驻华美新处的职能;台北美新处( USIS-Taipei) 主要是美国对台宣传的机构，在 1953 年前也负担一些对大陆的宣
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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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华政策出现变化，对中国大陆的宣传安排才又重新出现在 1962 年香港美新处的宣传计划中。因
此，美国当时针对大陆居民的宣传只有两种途径: “美国之音”对华广播，美国和台湾当局合作以台湾
为基地对大陆进行的宣传。① 这两个宣传手段规模都不大，也没有产生太大的效果。“美国之音”对
华广播一周 21 小时粤语播音，30 小时 30 分钟普通话播音，7 小时闽南语播音，43 小时 45 分钟英语
播音。1960 年，美国新闻署分配给对大陆“美国之音”广播的预算只有 1%。② 笔者粗略评估，“美国
之音”每周 100 个小时左右的播音( 中文只有不到 60 小时) ，其中普通话播音平均每天为 4 个多小
时，再考虑到当时大陆的收音机普及率及干扰作用，其在大陆的收听规模和成效都实在有限。此外，

美国利用台湾对大陆的宣传战，投入的资源和活动比较少，规模也不大。③ 对此，也有美方的评估报
告提出: “需要更高层推动和更全面地针对红色中国的信息宣传战。”④

总之，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华宣传政策的着力点是在中国周边做文章，防范和消除中国在这一区
域的影响力，针对中国大陆本身的宣传基调是“道德讨伐”，而实际宣传工作规模和成效都有限。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国务院的一份备忘录，总结了这个时期对华宣传的特征和缘由。文件指出，美国对
华政策( 包括宣传) 应该是两个方面并重，第一是涉华政策，要援助中国周边国家以防止和遏制中共
对其“侵略”，第二是对华政策，针对中国进行心理宣传的颠覆和渗透，“基本是指人们已经熟悉的大
量有关灵活性的倡议———施加影响力和侵蚀力的手段，即接触、传媒沟通、旅行和贸易。多年来我们
曾向苏联和东欧施加过这类影响。”但对中国，朝鲜战争以来美国几乎只做了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
面“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⑤这个态势从 1962 年以后出现了一些变化。

三、“遏制而不孤立”: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政策调整下的对华宣传( 1961—1969)

肯尼迪政府的对华政策尽管仍延续了艾森豪威尔时期的强硬思路，但是手法相对比较灵活。
1962 年，肯尼迪上台一年左右，他和国务卿腊斯克表示，美国对华政策并未反映亚洲现实。⑥ 在翌年
11 月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肯尼迪表示对华将奉行“坚定而灵活”的政策，“美国将重新审议自己的
政策。我们并不一味坚持敌视中国的政策”。⑦ 除了高层表态之外，内部文件也有一些不同以往僵
硬政策的讨论。1961 年 10 月 26 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委员会提交了名为《美国对华政策》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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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The President's Committee on Information Activities Abroad: Communist China，”May 23，1960．
除了“美国之音”之外，还有“联合国军”一周 28 小时汉英双语的对华广播，尽管名义上是“联合国军”广播，实际上却是由
美国驻韩国、日本、冲绳的驻军操作的。“The President's Committee on Information Activities Abroad: Communist China，”May
23，1960．
有研究指出: “这一时期美国对中国隐蔽的宣传战主要是以台湾为基地，与国民党军情部门密切合作，对中国大陆进行广播
宣传和空投宣传品。”白建才: 《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对中国的隐蔽行动探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年第 3 期。
“The President's Committee on Information Activities abroad: Communist China，”May 23，1960．
“Memorandum from James C． Thomson，Jr．，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the President's Special Assistant ( Valenti) ，”
March 1，1966，FＲUS，1964 － 1968，vol． XXX，https: / /history． state． gov /historicaldocuments / frus1964 － 68v30 /d129，2019 年
12 月 5 日。
24 Editorial Note，FＲUS，1961 － 1963，vol． XXII，https: / /history． state． gov /historicaldocuments / frus1961 － 63v22 /d24，2019 年
10 月 20 日。
“The President's News Conference，”November 14，1963，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John F． Kennedy，
1963，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64，pp. 845 － 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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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提出美国对华“基本战略”应有“使其国门微开”，“减弱双方的相互敌意”等思路，同时建议“宣扬
我们对中国人民的人道主义关心”。① 1962 年 11 月 30 日，该委员会又提交了《美国对共产党中国的
政策》的文件，其中“决策和行动建议”部分的“基本要点”提出: “只要大陆能够令人信服地证明其政
策和行动的目的在于把各种资源用于满足中国人民的正当需求……美国就会全面解决与中国的分
歧。”但同时又提出应继续保持压力，让中国承受更多的心理冲击。②

上述“微开门”的政策动议，虽然没有实质性地体现在美国对华外交政策中，但体现在 1962 年香
港美新处的对华宣传计划中。时隔八年之后，美国宣传部门再次把中国大陆列入其宣传目标，而且
遵循了国务院内部讨论的建议，宣扬美国对中国人民的“关心”和中美“友谊”。此时的计划，一是利
用香港对大陆进行渗透，促进港澳居民特别是年轻人对美国对外政策和美国价值的了解，也对其“宣
传美国与中国人民的友谊，从而通过非直接方式接触和影响一些中国大陆居民”。二是利用海外华
人渗透大陆，通过他们对大陆的访问、书信和访学，“宣传美国对华传统友谊形象和对中国人民的关
心”;提供关于美国的对外政策、美国的理念和美国人民的生活等方面的信息，以此塑造赞赏美国的
民意，借此影响大陆。③

约翰逊上台后，中国核试验成功、越南战争形势等迫使美国政府再度调整对华政策。1963 年 12

月，美国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希尔斯曼在旧金山发表讲话，重申对中国实行“门户开放”政策，“我们
决心对中国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敞开大门，对那里出现的可能促进我们国家的利益、服务于自由世
界和有利于中国人民福利的变化，不把门关起来。”④

与肯尼迪政府的情形相似，上述政策建议未能实际体现在美国的对华政策中，却体现在美国的
宣传计划中，而且同样是企图通过香港和海外华人对大陆进行宣传。香港美新处在 1964 年的计划
中做了如下表述: “在港澳和海外华人中间造成对美国政策和价值的更好理解，宣传中美传统友谊和
对中国人民的关心，最好能触及大陆人”，并“试图去加深对美国价值的理解，以此方式来塑造赞赏美
国的民意，也间接向大陆的中国人民传递这些态度和价值”。⑤ 在 1965 年香港美新处的工作报告中，

设立的目标是对港澳和海外华人宣传美国政策、特别是美国的中国政策，“表达对大陆居民的深深同
情，期待历史友谊有机会再续”。⑥

1965 年以后，随着越南战争的升级，美国国内反战情绪高涨，约翰逊政府开始酝酿调整僵化的对
华政策。1965 年，美国国务院通过了开放本国医生、科学家赴华一揽子旅行计划，舆论反应很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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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Draft Paper Prepared in the Policy Planning Council，”October 26，1961，FＲUS，1961 － 1963，vol． XXII，https: / /history． state．
gov /historicaldocuments / frus1961 － 63v22 /d76，2019 年 10 月 20 日。
“Paper Prepared in the Policy Planning Council，”November 30，1962，FＲUS，1961 － 1963，vol． XXII，https: / /history． state． gov /
historicaldocuments / frus1961 － 63v22 /d157，2019 年 10 月 20 日。
“USIS Hong Kong Country Plan 1962，”October 4，1962，ＲG 306，( Africa /Europe) Country Plans，Box 2，NACP．
刘子奎: 《肯尼迪、约翰逊时期的对华政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22 页; 该演讲原文可见: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Communist China，”January 6，1964，DSB，vol. 50，1964，pp. 11 － 17． 还可参见: “Letter From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 ( Hilsman) to the Ｒepresentative to the United Nations ( Stevenson) ，”December 19，1963，
FＲUS，1961 － 1963，vol． XXII，https: / /history． state． gov /historicaldocuments / frus1961 － 63v22 /d196，2019 年 10 月 20 日。
“USIS /Hong Kong Country Plan，”February 6，1964，ＲG 306，( Africa /Europe) Country Plans，Box 2，NACP．
“USIS Hong Kong Assessment Ｒeport for Calendar Year 1965，”January 12，1966，ＲG 306，Ｒecords Concerning Exhibits in
Foreign Countries，1955 － 67 ( E 1039) ，Box 12，NA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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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也未提出批评。① 与此同时，立法机关也在举行听证会，呼吁政府改变对华政策，其中参议员富
布赖特在 1966 年 3 月举办的两次听证会引起关注，标志性事件是鲍大可在 3 月 8 日发表的“遏制而
不孤立”演讲。1966 年 7 月 12 日，约翰逊总统表示，美国准备与中国进行“思想、人员和物资的自由
流通”，因为它们是打开中国“封闭的思想和封闭的社会的最强大的力量”。② 美国释放出了对华政
策转变的信号。

这种外交政策转变直接反映在美国的宣传计划和文件中。在 1966 年修订的宣传计划中，香港
美新处表示，要使公众知晓美国愿意与中国在新闻、科学和医药方面进行有意义的交流。③ 这等于直
接宣传约翰逊总统的表态。香港美新处在 1966 年宣传情况评估的文件中，提出要宣传美国政策，尤
其是美国的中国政策，并表示期待有可能再续“友谊”的历史联系。④ 在 1967 年的计划中，美新处表
示要较多宣传对大陆赴港“流亡者”的支持，“用来展示美国的关心和人道主义，表达对中国人民的
传统“友谊”。⑤ 总之，这种配合“遏制而不孤立”对华政策的宣传一直持续到约翰逊政府任期结束
之时。⑥

值得注意的是，肯尼迪—约翰逊时期的美国对华宣传，基本处于政策层面，真正在执行层面的活
动很有限。其一，对中国大陆的大多数宣传都是通过对香港和海外华人的宣传间接表达和传递的，

说明美方的宣传仍在依托艾森豪威尔时期的旧有渠道。⑦ 其二，1966 年以后美国政府内部对华政策
仍然存在巨大分歧，很多人主张对华继续强硬，关于对华缓和还远没有形成共识。⑧ 其三，中美双方
的互动非常有限。因此，美国对华政策尽管在 1966 年出现一些转变和缓和的态势，但并未有太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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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Action Memorandum from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 ( Bundy) to the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 Ball) ，”
December 4，1965，FＲUS，1964 － 1968，vol． XXX，https: / /history． state． gov /historicaldocuments / frus1964 － 68v30 /d112，2019
年 12 月 5 日; “Memorandum from James C． Thomson，Jr．，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the President's Special Assistant
( Valenti) ，”March 1，1966，FＲUS，1964 － 1968，vol． XXX，https: / /history． state． gov /historicaldocuments / frus1964 － 68v30 /
d129，2019 年 12 月 5 日。
刘子奎: 《肯尼迪、约翰逊时期的对华政策》，第 227—231 页。
“Ｒevised Section V of the Country Plan for Hong Kong，”July 15，1966，ＲG 306，( Africa /Europe) Country Plans，Box 2，NACP．
“USIS Hong Kong Assessment Ｒeport for Calendar Year 1966，”March 9，1967，ＲG 306，Ｒecords Concerning Exhibits in Foreign
Countries，1955 － 67 ( E 1039) ，Box 12，NACP．
“USIS /Hong Kong Country Plan，”February 6，1964，ＲG 306，( Africa /Europe) Country Plans，Box 2，NACP; “USIS Hong Kong
Assessment Ｒeport for Calendar Year 1966，”March 9，1967，ＲG 306，Ｒecords Concerning Exhibits in Foreign Countries，1955 －
67 ( E 1039) ，Box 12，NACP．
1967 年的一份文件显示，美国酝酿对华出口粮食和药品，美方这样表述其缘由，“作为世界上惟一采取对中国实行食品禁运
政策的国家，我们很难驳斥对我们冷漠无情以及对中国人民缺乏关心和友谊的指责”。参见“Action Memorandum From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 Bundy ) to Secretary of State Ｒusk，”March 29，1967，A New
Approach to Our Trade and Transaction Controls against Communist China，FＲUS，1964 － 1968，vol． XXX，https: / /history． state．
gov /historicaldocuments / frus1964 － 68v30 /d250，2019 年 12 月 5 日。1968 年，国务卿腊斯克向总统约翰逊报告说，“总体而
言，我们估计中国对美国的中长期态度”“取决于美国未来在东亚的姿态”。“我们确实认为有可能发展( 中美) 双方实际的
文化和经济关系，就如同我们与苏联的关系那样，尽管我们的政治关系处于一种敌对状况。”这实际上是在延续 1966 年的
对华政策方针，在酝酿对华打开文化和经济联系。参见“Memorandum from Secretary of State Ｒusk to President Johnson，”
February 22，1968，FＲUS，1964 － 1968，vol． XXX，https: / /history． state． gov /historicaldocuments / frus1964 － 68v30 /d302，2019
年 12 月 5 日。
尽管不可能像1949 年撤出中国之前那样，在大陆展开“实地”的宣传活动，但是1949—1953 年，香港美新处仍然做了大量对
中国的宣传工作，最主要的是针对大陆的邮寄活动，以及从香港向大陆进行广播和支持美国之音的对华播音。但是，此时
并未启用这些做法。
张少书著，顾宁等译: 《朋友还是敌人: 1948—1972 年的美国、中国与苏联》，第 284—28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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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成效。不过，美国的举措毕竟也宣示了其对华政策开始转变的一些迹象，为后来尼克松大幅调整
对华政策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综上所述，肯尼迪—约翰逊政府时期美国对华外交政策大致经历了如下演变过程: 1962—1966

年延续艾森豪威尔的“强硬关门”政策，从 1966 年开始转向“遏制而不孤立”政策，一直到约翰逊任
期结束的 1969 年。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对华宣传政策的演变轨迹与对华外交政策并不完全一致。

香港美新处在 1962 年就将对华宣传重新列入其工作计划，宣传重心亦有所调整，再次强调美国对中
国的“关心”和“友谊”。“遏制而不孤立”的政策出台前，美国政府内部讨论一直有一些缓和对华关
系的声音，但并没有直接灌注在对华外交政策中，但在宣传政策和计划中有所体现，这是肯尼迪—约
翰逊政府和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华宣传政策的最大不同。

四、美国的对华宣传话语与帝国身份建构

综上所述，美国针对新中国的宣传政策在 1949—1969 年经历了制定和调整的过程。在对大陆
居民的宣传中，“诉说中美历史友谊”是美国对华宣传的主要话语之一。而这种宣传政策思路与其对
华外交政策不甚一致，颇为耐人寻味。主要原因在于，外交政策和宣传政策针对的对象不同，美国敌
视中国的外交政策主要是针对中国政府的，而其诉说中美“友谊”的宣传话语主要是针对中国人民
的。冷战时期，美国对待苏联就是这种政策思路。美国企图通过宣传话语运用，离间中国政府和人
民的关系。因而，美国当时宣传中美“友谊”的目的，并非真的要和中国建立正常的关系，而是寄希望
于通过这种宣传和渗透，改变中国政治。肯尼迪—约翰逊时期对华政策的调整，意不在真正与中国
缓和，而是期望通过宣传、接触、思想人员物资的流动等方式，直接影响中国人民，腐蚀甚至“颠覆”中
国政权。这种思路在 1954 年台海危机之前艾森豪威尔政府内部就曾提出过，也曾在国家安全委员
会上讨论过。杜鲁门时期的对华宣传，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影响中国人民，达到改变中国政治、削弱
中苏同盟的目的。

不可否认，美国这种寄希望于改变民众继而改变政权的“和平演变”政策思路背后有着现实主义
的政治考量，是一种政策选择。但是，当时美国政府还有其他两种政策选择:一是猛烈攻击中共，破
坏中国稳定，以达到改变政权的目的，美国同时期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放”心理宣传战
就是如此做的，①而且美国内部也提出过这种选项。二是和中国政府打交道，实现关系正常化，后来
尼克松“打开中国大门”就是如此。但是，美国当时对中国的宣传政策并没有选择这两种路径，而是
“寄希望于中国人民”。原因是什么呢? 这还需要探究深层次的历史文化渊源。

部分原因在于，这是美国在 1949 年之后仍然沉迷于“中美关系神话”中的一个表现。晚清以来，
“在美国普遍相信，中国人民对美国人抱着一种特殊的和令人信服的喜爱”。②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
官方和民间普遍认为，中国人民仍然是“心向”美国的。一份 1966 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内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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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苏联和东欧宣传政策( 主要是“解放战略”) 研究的主要代表作有: Walter L． Hixson，Parting the Curtain: Propaganda，
Culture，and the Cold War，1945 － 1961; Scott Lucas，Freedom's War: The US Crusade against the Soviet Union，1945 － 56，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9; Lowell H． Schwartz: Political Warfare against the Kremlin: US and British Propaganda Polic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Cold War，Palgrave Macmillan，2009．
张少书著，顾宁等译: 《朋友还是敌人: 1948—1972 年的美国、中国与苏联》，第 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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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点出了美国对华政策的近期和远期目标，给上述政策思路做了绝佳的注脚。文件指出，“美国的近
期目标应该是:向中国人民发出信号，我们不是中国永久和不可改变的敌人”。“长期目标( 才) 是为
美国与中国领导人及其继承者……之间的新型关系提供一种模式。”①关于美国这种对华文化心理，

乔治·凯南在1949 年就曾指出，美国对华传统政策主要受到“贸易和理想主义”的推动，“在中国问题
上过于感情用事”。② 凯南从现实主义视角观察美国对华文化心理以及这种心理影响下的政策，可
谓切中要害。

美国“感情用事”的因素和外交中的意识形态色彩只是其对华宣传政策的一个因素，背后还有更
加深入的文化原因，而这与美国帝国身份的建构密切相关。美国的崛起史不同于欧洲列强，并非典
型的兼并领土的帝国。就战后美国与第三世界的关系而言，吸引前殖民地国家追随和效仿美国的现
代化道路和政治制度，甚至主动动用国家力量( 甚至是暴力) ，按照自身形象和发展模式系统改造第
三世界国家，是美国在战后实现国家抱负和帝国控制的一种方式。“美国人在对自己的认知中承袭
了古老的天定命运观念，把自己看作一个世界上最优越的社会，认为自己具有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

进而要在一个非殖民化的时代里保持一种帝国式的权威。”③因为美国表面上并非兼并领土，而是传
播美国文化、促进第三世界“进步”，所以也有学者称其为“解毒后的殖民主义( 帝国主义) ”。④ 这种
新式的帝国主义，并不仅仅是一种外交实践和控制关系，也是一种优越的心态，甚至是一种国家身份
和国家“使命感”，反映了美国对自身国家地位和命运的看法:美国要成为一个拯救“落后民族”、复
兴整个人类的“仁慈的帝国”，这是美国人的自我认知和认同方式。⑤

在美国的帝国身份建构中，中国扮演了特殊而重要的角色。1949 年前曾长期在华工作的著名记
者伊罗生说道: “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中，有极其众多的美国人把自己视为中国和中国人的仁慈保护
者和恩人，是中国人的救星、治愈其痛苦的医生、保护者，是热情而忠实的朋友和仰慕者。美国人对
中国人的心灵、肉体和不朽的灵魂承担着责任，美国政府则承担着保护中国政治独立和行政完整的
责任。”⑥美国政府和社会秉持的中美“友谊”的观念和韩德所言的“特殊关系”，实质是一种想象的
“恩人身份”和“家长庇护”观念，是美国对中国的帝国心态。即，美国以更为“优越”的文化控制和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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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randum from James C． Thomson，Jr．，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the President's Special Assistant ( Valenti) ，”
March 1，1966，FＲUS，1964 － 1968，vol． XXX，https: / /history． state． gov /historicaldocuments / frus1964 － 68v30 /d129，2019 年
12 月 5 日。
张少书著，顾宁等译: 《朋友还是敌人: 1948—1972 年的美国、中国与苏联》，第 10—11 页。
雷迅马著，牛可译: 《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30 页。冷战史学家文安立也把美国对第三
世界政策界定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性质的，他指出: “尤其是从‘南方’( 指第三世界———笔者注) 角度看来，冷战是以与
殖民主义稍有差别的各种方式对殖民主义的延续。”参见文安立著，牛可等译: 《全球冷战:美苏对第三世界的干涉与当代世
界的形成》，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2 年版，第 408 页。
Justin Hart，Empire of Ideas: The Origins of Public Diplomac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U． S． Foreign Polic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pp. 1 － 9． 原文这样表述: “美国化已经成为殖民化的解药”( Americanization became the antidote of the
colonization) 。
王立新: 《在龙的映衬下:对中国的想象与美国国家身份的建构》。还有一本书专门研究战后美国对亚洲国家的想象( 体现
在文学和影视作品中 ) 如何反映了其帝国主义的心态，参见 Christina Klein，Cold War Orientalism: Asia in Middlebrow
Imagination，1946 － 1961，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3．
Isaacs，Scratches on Our Minds: American's Image of China and India，Greenwood Press，1958，p. 193．转引自王立新: 《意识形态
与美国对华政策:以艾奇逊和“承认问题”为中心的再研究》，第 18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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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中国。旧中国是美利坚帝国实现国家抱负、使命和威望的“可控的他者”和巨大的试验场。① “二
战后正是美国对中国的这种特殊情感达到高潮和中美关系深化广为传播之时。一个统一、民主、强
大，对美国友好并在国际事务中追随美国的中国的前景使美国人普遍相信，中国就在他们手中，美国
的国家理想和使命的实现似乎唾手可得。”②然而，在美国看来，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一边倒”向社会
主义阵营，不仅是美国地缘政治层面上的失败，更加打击了美国有能力控制和改造中国的帝国心态，
这也是美国在心理层面上不承认新中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尽管美国在 1949 年之后找到了一些中国的替代者来支撑自己的帝国心态和身份，如对日本的
“民主改造”和对韩国的军事与经济援助，但它始终无法摆脱对中国的改造心理，仍不自觉地把宣传
过去那种不平等的中美“友谊”放在显著的位置。这一方面是一种现实乃至战略的考量( 楔子战略、
文化渗透) ，同时也是一种基于历史记忆、执着追求帝国身份的文化表达。对外宣传不仅是讲讲外交
辞令，或者仅仅是服务于政治目的的工具③，对外宣传有时候也是一个国家的情感、好恶、心态的表
达，④甚至还是一种国家身份意识的对外投射⑤。对外宣传不仅是说给对方国家听的，很多时候是说
给自己听的，是一种内心想法的表露，借用学者的术语，是宣传发起者的一种文化表达。⑥

美国对华宣传中美“友谊”，正是这种追求帝国身份的文化表达。《白皮书》开场白引用了若干
中美“友谊”的“记录”，用以证明美国对中国的“关切”和“友谊”，这更像是一本美国以“恩人”和“庇
护者”自居的功劳簿。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对华宣传中美“友谊”、打“感情牌”: “告诉中共领导人美
国主要关心中国免受外来专制”。⑦ 我们在其中看到的，是超越了一般国家间关系的、特别的“关心”
和焦虑。如李奇微所言，应让“红色中国认识到它的长期利益来源于与美国的友谊，而不是同苏联的
友谊”⑧，这席话不仅很现实地谈论国家之间的利益问题，还自觉地表述，中国的利益源于与美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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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江昭这样界定国际关系中的文化，指的是“记忆、意识形态、情感、生活方式、学术和艺术作品，以及其他符号象征的制造
和传播”。按照王立新对入江昭思想的总结，国家间关系就是不同国家( 民族) 的“意识形态、传统、情感和其他文化产品相
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关系”。参见王立新: 《试析全球化背景下美国外交史研究的国际化和文化转向》，《美国研究》2008 年
第 1 期，第 36 页。
“因为宣传被认为理应反映整个国家的价值和最重要的特性，传播到海外的信息总体而言必须符合本国文化当中广泛秉持
的信念”，因而塑造国家形象很大程度上也是在界定、建构、向海外投射美国国家身份。参见 Andrew L． Yarrow，“Selling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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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 11，no. 4 ( 2009) ，p. 15; Laura A． Belmonte，Selling the American Way: U． S． Propaganda and the Cold War，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08，pp.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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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n Culture) ，投射了美国对于自身恢复活力的关怀和愿望，参见 David S． Foglesong，American Mission and the Evil
Empire，pp. 121 － 125．
“Interim Propaganda Plan for Communist China，”February，1951，Ｒecords Ｒelating to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Activities，1938 －
1953 (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Public Affairs) ，Lot 53D48，Box 115，NA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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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谊”。可以看到，美方决策者很难将中美之间的利益关系与庇护关系、自身的家长观念撇清楚。

肯尼迪—约翰逊时期的美国对华宣传目标和主题，也表露了一种拯救和施予的心态。“美官员应不
断公开强调，美国关心中国人民的幸福与进步，应强调我们愿意和文明世界其他国家一道帮助中国
人民，只要其统治集团的态度和政策使我们可能施予帮助。”①“表达对大陆居民的深深同情，期待历
史友谊有机会再续”。②

我们还可以从毛泽东对《白皮书》的驳斥来认识美国的帝国话语和心态。《白皮书》发表之后，

毛泽东亲自撰写了六篇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以批驳《白皮书》，并以此为契机，开展了对民众尤其
是那些亲美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思想宣传和教育。毛泽东特别在意中国的独立自主，他反感和批评
《白皮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白皮书》以及后来的美国对华宣传论调中，包含着浓厚的居高临
下的“家长庇护”观念和“恩人”心态，进一步说就是帝国主义心态。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中》这
样写道: “原来美国的所谓‘国际责任’和‘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就是干涉中国。干涉就叫作担负
国际责任，干涉就叫作对华友好，不干涉是不行的。”③他在《无可奈何的供状》中又写道: “换句话说，

美国政府认为必须干涉中国内政，必须把中国看作美国的保护国，然后中国才能有所谓‘统一与领土
完整’!”④毛泽东以民族解放运动领袖的身份敏锐地指出，美国宣扬的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就是
干涉中国。

总之，以中美“友谊”为表达方式之一的美国对华宣传话语建构，既是美国的外交政策工具，也深
深地反映了美国的帝国心态。实际上，后来与中国政府打交道、促进中美关系缓和的尼克松总统，早
在 1954 年担任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副总统期间就曾说过，美国应该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的事实，

认为“这并不需要美国的友谊或安抚”。⑤ 尼克松的这种现实主义论调也成为他后来应对中美关系
变化的出发点之一。

［本文作者翟韬，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 责任编辑:杜 娟)

38

①

②

③

④

⑤

“Paper Prepared in the Policy Planning Council，”November 30，1962，FＲUS，1961 － 1963，vol． XXII，https: / /history． state． gov /
historicaldocuments / frus1961 － 63v22 /d157，2019 年 10 月 20 日。
“USIS /Hong Kong Country Plan，”February 6，1964，ＲG 306，( Africa /Europe) Country Plans，Box 2，NACP; “USIS Hong Kong
Assessment Ｒeport for Calendar Year 1966，”March 9，1967，ＲG 306，Ｒecords Concerning Exhibits in Foreign Countries，1955 －
67 ( E 1039) ，Box 12，NACP．
《别了，司徒雷登》，《人民日报》1949 年 8 月 19 日。
《无可奈何的供状》，《人民日报》1949 年 8 月 13 日。
张少书著，顾宁等译: 《朋友还是敌人: 1948—1972 年的美国、中国与苏联》，第 114 页。



Zhai Tao，The U． S． Propaganda Policies towards the People's Ｒepublic of China ( 1949 －1969)

In the first twenty years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Ｒepublic of China ( PＲC) ，the U． S．

propaganda policy towards PＲC mainly focused on the theme of ‘telling the historical friendship

between the U． S． and China’． From 1949 to 1953，the propaganda policy towards PＲC adopted by

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included two interrelated parts: to alien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oviet Union and China，and to advocate the friendship between the U． S． and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of 1953 － 1961，the Eisenhower administration changed its propaganda policy towards PＲC．

Firstly，the U． S． propagandists planned to continue selling‘the historical friendship’，but they gave

up afterwards and adopted an offensive propaganda campaign targeting at Communist China instead of

following the direction of the U． S． containment policy towards PＲC． In the 1960s，the Kennedy and

Johnson administrations' propaganda policies towards China changed again， and propagandists

emphasised advocating‘resume our historical ties of friendship between the U． S． and China’，with

the purpose of infiltrating‘the Bamboo Curtain’． During the period before the Nixon administration，

the U． S． propaganda policies towards PＲC were frequently inconformity with its foreign policies

towards PＲC． The reason is that propagandists sincerely believed in‘the Myth of the Sino-American

Frendship’and deemed that‘the historical ties of friendship’with the Chinese people can make a

peaceful evolution of Communist China and therefore improve the Sino-U． S． relationship． Essentially，

the propaganda policy concerning‘telling friendship’was a kind of cultural expression of the U． S． for

pursuing the imperial identiy．

Wen Jing，The Evolution of the Solar Cult during the Old Kingdom of Egypt

From the Early Dynastic Period to the Old Kingdom，the solar religion in Egypt developed from

germination to maturity． In this process，there appeared a complex interaction among the solar cult，

the kingship，and the belief of the afterlife． The solar cult may have sprouted in the Early Dynastic

Period． Little evidence，however，has been attested befor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tep Pyramid．

During the Fourth Dynasty，the king became an earthly symbol of the sun god． The Sun，the king，and

the afterlife were closely linked． The cult of the deceased king became an essential part of the solar

religion． The solar cult reached its peak in the Fifth Dynasty． A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ureaucracy

and the kingship，the solar religion moved towards institutionalisation． The kings began to build

351


